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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战”与“敌后游击”间徘徊:
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的建立及发展(1938—1943)*
杨 新 新
〔摘要〕华南抗战前后，由于未掌握正式军事武装，加之需要利用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的统战关
系，加紧组织的恢复与重建，这导致一段时期内，中共广东党内部 “重统战工作，轻武装斗争”等倾
向始终存在，以致东江等地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武装的建立与初期的发展，充满了反复与挫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国共两党在广东关系公开破裂。中共广东地方党最终放
弃了此前统战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幻想”，彻底走上了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武装游击斗争之路。此后，东
江等地的中共抗日游击武装，遂打开了新局面，实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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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vering between the“United Front”and“Guerrillas in the Enemy’s Ｒear Area”: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PC Anti-Japanese Armed Forces in the
Vicinity of Dongjiang (1938—1943)
Yang Xinxin
Abstract:Before and after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southern China，because the CPC in Guang-
dong did not have formal armed forces，it formed a United Front with the local KMT military authorities and inten-
sified organizational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Therefore，during this period，the tendency of“focusing on the
United Front，and looking down on the armed forces”and other trends continued to exist and，as a result，the es-
tablishment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anti-Japanese guerrillas in the enemy’s rear areas faced repeated setbacks．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and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s． the CPC and
the KMT in Guangdong openly severed relations． Eventually，the CPC in Guangdong abandoned its“fantasy”of
continuing a United Front with the local KMT authorities and embarked on a road to completely independently fight
the armed guerrillas in the enemy’s rear areas． Thereafter，the anti-Japanese guerrillas in the vicinity of the
Dongjiang Ｒiver and elsewhere gradually faced a new situation and achieved a greater level of development．
1943 年初，根据新成立不久的中共东江军
政委员会内部统计，在东江等地进行敌后游击
战争数年的曾生、王作尧部队 (即 1942 年更名
为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主力)，经历
了 “东移”①与大岭山、阳台山 “反顽”、反
“扫荡”战争洗礼后，已由建立之初不足百人且
毫无任何军事经验的游击武装，扩展至拥有
1300 余人枪，初步形成一定战斗力，并正在
“向正规军发展”的 “主力部队”②，成为广东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华南抗战历史文
献的整理与研究”(16ZDA1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即 1940 年初，为避免被国民党方 “围剿”，曾、王
二部由东江等地向粤东海陆丰地区转移的行动，下文
对此有专门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② 《林平给中央转恩来电———关于东江与三角洲两区的
工作总结》(1943 年 2 月 21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
省档案馆: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38，1986
年，第 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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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独立抗日武装力量。
然而就在同一时期前后，由时任中共东江
军政委员会主任尹林平发给中共中央并南方局
的报告，以及部分干部战士的后来回忆中表示，
当时的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非但未公开
打出中共领导的旗号，仅以 “爱国青年和华侨、
港澳同胞自发组织的群众抗日武装的面目”活
动，① 且部队中的部分干部、战士对国共间可能
发生内战冲突的 “残酷性” “长期性”不够警
惕，始终对广东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抱有一定的
“乐观”与 “幻想”情绪②。
对此，后来者不禁要问，1943 年前后，中
日战争已进行数年，中共在华北、华中等地公
开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已成气候，③ 为中日战场
上各方所瞩目，何以唯独广东一隅中共领导之
抗日游击武装，却迟迟未公布旗号?此外，随
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到 1943 年前后，国共两
党虽仍然互有合作需求，但实际关系已大不如
前。在此情况下，东江等地之中共军事武装人
员，又为何对广东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始终抱
有 “乐观”与 “幻想”?
根据现有研究可知，尽管学界已就抗战时
期东江等地中共领导下的游击武装之建立与发
展过程等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讨论，然而为数
众多的分析，基本属于就事论事式的平铺直述，
并未对广东中共抗日游击武装不同于其他地区
的路径演变特征等问题作较为深入的阐述与解
释。④ 换言之，较之华北、华中等地，华南抗战
爆发以来，中共广东党组织在东江等地主导之
敌后抗日游击武装斗争，经历了何种大相径庭
的历史发展过程，以致进入抗战相持阶段中后
期，其仍然呈现出上述不一样的问题与特点，
值得后来者进一步研究。
一、“统战地方”与华南抗战前
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抗日武装工作”策略
从现有可见的相关材料来看，尽管早至卢
沟桥事变发生后未久，中共中央便已提出并在
华北等地展开了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⑤。然
而考虑到 1937 年七八月前后，华南的中共广东
地方党组织正着手于组织的重建与恢复，重点
工作仍在健全并巩固 “南方党组织的基础”⑥，
则可知这一时期，广东等地虽有个别党员与部
分进步青年学生被派往参加了广州、东江等地
国民党当局举办的壮丁队、军政干部训练班以
及民众自发成立的各类抗日武装自卫团体等，
为未来之敌后游击战争培养了 “军事骨干”，⑦
但整体而言，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对敌后游击
武装斗争等工作却并无太多实质性的准备。
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开始对抗日军事武装
斗争等问题有所考虑，大约在 1937 年 12 月日
军占领南京加紧进攻南部中国之后。一方面，
根据驻武汉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长江局联席
会议的决定，两广地区中共地方党组织工作中
心由香港转移至广州，长江局派组织部干部黄
杰巡查两广，加强对华南等地群众抗日救亡运
动与抗日军事武装斗争的领导与准备。⑧ 同时通
过国共双方以及周恩来与英国方面的协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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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第 183 页。
《东江区一年工作报告与今后工作方针》 (1943 年 2
月 21 日) ，本书编委会编:《东江纵队志》，解放军
出版社，2003 年，第 501 页。
参见杨奎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事战略方
针的演变》，《历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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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出版社，2014 年;等等。
参见杨奎松: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
《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 2 期。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报告———关于政治形势、党组
织概况、群众运动和目前重要工作》，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36，
1986 年，第 84 页。
《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第 266 页。
参见《周恩来年谱 (1898—1949)》上卷，中央文
献出版社，2007 年，第 404 页。
共中央又分别在广州、香港设立了八路军办事
处，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余汉谋、
香翰屏及其所部的军事统战工作①。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迟至 1938 年 4 月中
共广东省委正式成立以前，中共广东地方党组
织的抗日军事武装斗争准备，并非侧重于敌后
独立武装游击战争的动员与发动，而主要着眼
于通过各类统战关系以及成立 “抗先”(“广东
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等抗日青年统一战线
组织，输送青年学生投考国民党官方举办的各
类 “军校训练班”，并组织青年随军服务队，在
国民党地方正规部队中开展以 “坚持抗战”
“巩固统一战线”为主的 “模范军人”运动，②
以求促成广东国民党军抵御外患，扩大中共在
本地的组织与影响力。
而这一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军事武装
斗争工作之所以着重于通过各种合法运动形式，
努力在本地国民党军队中建立统一战线关系，
推动广东抗日救亡运动发展，与以下两方面存
在一定的联系:一方面七七事变以来，广东国
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内部派系倾轧，余汉谋等人
有意借用中共力量与统一战线口号，以壮大声
势，故大胆启用进步青年，放开民众运动③;另
一方面国共再次携手后，中共中央要求活动于
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各白区地方党组织应放弃
此前的地下党式的关门主义态度，在 “抗日的
民族统一战线”旗号下，团结 “一切各党各派
各阶层各实力派”与 “最广大的中间群众”，
改造国民政府及其军队 “使之走向实现民族
独立、民主自由与民生幸福的革命三民主义
道路”④。
事实上，就当日之情势来看，正处于组织
重建中的中共广东党组织，的确也一度因部分
干部、党员的 “‘左’倾关门主义情绪”，以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执行不力，党组织恢复
与发展工作出现不同程度的阻碍与滞后。直至
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后，毛泽东秘书张文彬
调至华南，转变本地党组织革命策略，放手与
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建立统战关系后，中共广
东党组织在国民党地方部队中的军事统战工作
方才显露成效。⑤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也正是因为张文彬
等人来粤后，不遗余力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政策，并且中共广东党组织远离中共中央，
也未如华北、华中等地的中共党组织一般掌握
诸如八路军、新四军一类的正式军事武装，这
也造成一段时期内，部分本地干部党员在华南
抗日军事武装斗争工作的开展与认识上，出现
了重视对国民党正规军的 “兵役”统战运动，
而相对轻视建立敌后独立武装游击战等倾向。
华南等地中共党组织将开展敌后独立武装
游击战争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则要晚于 1938 年
4 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遵照中共中央与长江
局的指示，新成立的中共广东省委设立了专门
的军事委员会，任命省委常委尹林平担任省军
委书记，并就党员参加各地自卫团体，组织群
众抗日武装等问题作了初步讨论。⑥
同年夏秋，随着日军进犯华南地区计划的
加速，以及中共敌后游击战争总体 “政略”的
确定，广东省委又在广州召开了武装工作会议，
并就发动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等问题作了具体部
署，要求各地党组织应 “将武装工作提到第一
位”，利用各种方式，建立并加强对地方抗日自
卫武装的掌握，实现党内的 “军事化”，以为将
来全面展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预做准备。⑦ 同
时，广东省委还拟定了日军入侵广东后，以东
江地区为中心，开展敌后游击战的计划，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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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纵队史》，第 7—8 页。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关于广东共产
党的工作环境和群众运动、武装斗争、反托斗争》
(1938 年)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36，第
333—336 页。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36，第 299—300 页。
《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1937 年 6 月 6 日) ，《中
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第 224—228 页。
《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 1 卷，第 387 页。
参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广东党史大
事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第 184—185 页。
广东省档案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
室编: 《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 (1937—1945)》上
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37 页。
派部分有军事经验的干部返回东江等地，加强
对当地抗日武装工作的领导①。
然而，正如前文所言，由于华南抗战爆发
前，中共广东党组织部分干部党员在本地的
“抗日武装工作”中较为重视与国民党地方正规
军 “交朋友”、建立统战关系。加之此时广东党
组织多数党员为学生、知识分子出身，并无军
事斗争经验，部分省委负责干部又因担心中共
广东党组织力量薄弱，东江等地可供回旋余地
较小，不适于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以致出现
信心不足等问题。这使得广州武装工作会议后，
东江 “几个中心县委”虽根据省委要求，开始
建立起军事武装部，并着手于 “地方自卫武装
团体的工作”，但总体上而言，广东党组织对游
击战争的实际领导，却依然是各项工作中 “最
薄弱的一环”。② 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广州沦陷
后中共领导下的华南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动与展
开较之华北、华中等地更显曲折与复杂。
二、重“统战”倾向影响下中共东江
抗日游击武装的初建及其“反复”
1938 年 10 月 12 日，日本华南派遣军第 21
军在海军的配合下，从惠阳大亚湾登陆，开始
进犯广州。面对日方的突然进攻，由于国民党
军政当局在情报研判上出现失误，未作有效防
范，使日军得以长驱直入，数日内直逼广州城
郊。中共广东党组织部分干部领导此前在抗日
军事问题上 “过分信赖广东当局的力量”，强调
抗日统一战线的作用，应对战争爆发的准备不
足。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此时赴延安参加
六届六中全会未归，事发后省委又缺乏统一的
行动计划与部署，致使部分党员干部一度出现
了 “彷徨失措”等情况。③
广州沦陷前后，中共广东省委因在广东各
地 “没有真正可以掌握的武装”，不得不计划随
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撤往粤北④。10 月 13 日，
日军登陆大亚湾的第二日，负责香港八路军办
事处的廖承志召集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海员
工委书记曾生等，研究部署在东江敌后开展武
装游击斗争，决定派通晓客家语言、熟悉惠阳
等地情况的曾生，以及有一定军事斗争经验的
谢鹤筹、周伯明等，率部分惠州籍党员干部与
华侨、工人等返回惠阳坪山，组织抗日游击武
装，成立 “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将相关决
议电报中共中央⑤。几乎与此同时，10 月 15
日，在未接到上级党组织指示的情况下，中共
东莞中心县委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此前本
地党组织部分掌握的 “东莞常备壮丁队”的基
础上，通过本地统战关系，成立名义上隶属国
民党县政府，实际由中共东莞中心县委领导、
县委武装部长王作尧任队长的 “东莞模范壮丁
队”，展开敌后抗日游击斗争⑥。
面对广东局势的变化，在接到廖承志等来
电后，11 月 1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给广东省委、
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回电，同意了廖承志等人关
于在东江敌后独立开展抗日游击战的计划，⑦ 同
时指示中共广东党组织应积极利用国民党方同
意各地成立自卫军的训令，发展 “人民抗日武
装”，在东江、海陆丰等 “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
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争取并推动广东国民党
地方当局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⑧。
事实上，尽管在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开
展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指示以前，惠阳、东莞
等地的敌后游击武装工作实际已在部分党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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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 1 卷，第 401—
402 页。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关于广东共产
党的工作环境和群众运动、武装斗争、反托斗争》，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36，第 316 页。
《目前形势与斗争任务———林平在区党委干部会议上
的报告》(1945 年 7 月 7 日)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
汇集》甲 38，第 435 页。
《杨康华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66
页。
参见《曾生回忆录》，第 94—96 页。
参见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历史的闪光———
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回顾》，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1—2 页。
《广东工作报告摘录及谈话记录》 (1940 年 6 月 11
日) ，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
文件汇集》甲 44，1987 年，第 269 页。
中共中央组织部: 《对广东党统战、群众工作的意
见》(1938 年 11 月 1 日) ，转引自《东江纵队史》，
第 21—22 页。
部的领导下铺开，然而因受到此前中共广东党
内 “重统战工作，轻武装斗争”倾向的影响，
部分干部党员却对独立开展敌后抗日军事游击
斗争出现信心不足，以致消极执行等问题。直
至张文彬返回广东，向广东各地党组织传达了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求广东党组织
必须把 “发动与组织敌后及前线上广大群众游
击战争，配合正规军作战，作为党的中心任务”
之后，组织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方才真正
成为广东党组织 “第一等重要工作之一”。从此
后一段时期内曾生、王作尧等人在惠阳、东莞
等地动员并发展敌后民众游击战之情况来看，
由于中共广东省委此前将工作重点放在对广州、
香港等大城市中国民党军政当局之统战与青年
抗日民族救亡运动等的发动上，相对忽视在乡
村地区的组织发展与民众动员工作，导致中共
当时在广东的影响力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区，乡
间一般民众不但不清楚共产党为何种组织，且
对曾、王等人发展游击武装有所顾忌①。甚至连
部分农村地区的党员亦 “只知抗日”，不清楚党
的具体政策，一味紧跟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
走②。这也给东江等地中共初期的敌后抗日游击
战之发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为解决上述问题，同时注意到国共双方在
广东力量对比悬殊，中共广东省委对积极开展
支持以余汉谋、张发奎等部为中心，建立 “模
范统战省”的工作方针尚未改变，③ 出于减少
双方间 “摩擦”的考虑，曾生、王作尧等人一
方面根据中共中央要求，并未公布其党员身份，
而是以组织民众自卫队、群众抗日武装等面目
活动，以争取本地国民党军政当局的支持④;另
一方面他们又依靠本地人的身份优势，利用宗
族与同乡关系，以及 “抗先”、“惠青”(“香港
惠阳青年会回乡救亡工作团”简称)等中共外
围青年组织此前在东江地区宣传抗日救亡时打
下的人脉基础，动员本地青年学生与民众参加
并支持敌后抗日游击战，并积极与本地民团、
土匪等武装搞好关系⑤。
同时，受益于东宝惠边地区靠近香港的便
利条件，曾、王二部又得到经由香港地方党组
织、“海委”“八办”以及海外华侨等转来的经
费与物资的支持⑥。这使曾、王二部在东宝惠边
等地的活动，终于打破了此前一度被动的局面，
得到了国民党方面与地方社会的支持，获得了
不同程度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也正是由于曾、王二部在
建立敌后抗日军事武装初期，中共广东党组织
部分领导干部一再强调敌后游击武装斗争必须
同对国民党方的统战工作相配合，故其并未公
开打出中共领导的旗号，而是接受国民党方颁
发的番号，随国民党正规军行动⑦。加之此时
曾、王游击队中成员以返乡青年学生、知识分
子乃至本地妇女、“老妈妈”居主，多无任何军
事斗争经验，不适应游击作战，对坚持敌后武
装游击战争信心不足⑧。1938 年 12 月前后，日
军占领广州后 “回师扫荡”东江地区，国民党
驻军迅速溃败，撤往香港新界等地，曾、王游
击队中不但出现了成员开小差离队等问题，曾
生部与姚永光率领的东莞模范壮丁队部分游击
武装人员，甚至出现了丢掉武器，随国民党军
一道撤至香港 “避难”等情况，⑨ 致使中共领
导的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在发展初期遭到了一
定的挫折与反复。
1938 年 12 月底，廖承志、梁广等以新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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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36，第 331 页。
王作尧: 《东纵一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
第 51 页。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抗日战争发展、各政
治派别关系、党的工作》 (1940 年 4 月 23 日) ，中
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
集》甲 37，1986 年，第 170—173 页。
冯鉴川:《华南抗日纵队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华
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3 期。
王作尧:《东纵一叶》，第 78—79 页。
中国海员工会广东省委员会编:《广东海员工人运动
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77 页。
参见《历史的闪光———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回
顾》，第 6—7 页。
参见陈文慧:《东莞模范壮丁队的女战士》，《南粤红
棉》，广东省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东江组，
1983 年，第 47—48 页。
周伯明: 《投笔从戎，鏖战东江———忆曾生同志》，
《怀念周伯明同志》，广州地区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东
江纵队分会、珠江纵队分会，1999 年，第 215 页。
的中共东南特委的名义在九龙弥敦酒店召开会
议，会上廖承志批评了曾生、姚永光等人随国
民党军撤至香港的错误行动，要求曾生等人带
队重返东江敌后，坚持敌后游击武装斗争。同
时，廖承志等还要求其应设法运用统战关系，
取得国民党方的支持，公开打出抗日部队的旗
号，以便获得民众的支持与 “港澳爱国同胞和
华侨的支援”。①
会后，根据廖承志与东南特委的安排，一
方面，曾生等人借叶挺在东江等地与国民党军
中的影响力，② 收容部分溃散到新界等地之国民
党士兵，并收集其丢弃之武器，带队重返东江
敌后③;另一方面，坚持东江敌后的王作尧等
人，亦从大岭山转移至东宝边地区，与由当地
中共党员黄木芬等人掌握的抗日自卫队汇合，
连同阮海天等从增城等带来的 “广东民众自卫
团增城第三区常备队”一起，整编为 “东宝惠
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④。此后，曾生、王作尧
等部队遂再次在东江敌后逐步站稳了脚跟。
鉴于曾生、王作尧二部中多数成员缺乏必
要的军事斗争经验，就在曾生等率部重返惠阳
后不久，东南特委一方面电告中共中央，请求
调来部分有实战经验的粤籍军事干部梁鸿钧
(除外)、卢伟如、李振亚、邬强等人，分派至
曾生、王作尧二部，开办军事训练班，加强对
部队干部、战士军事素养的提升⑤;另一方面廖
承志与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又积极联络南洋英荷
属惠州侨胞，成立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
(简称 “东团”)，返回东江敌后，与 “惠青”
等中共外围组织合并，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从
物资捐募、民众动员等方面，配合曾、王二部
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之展开⑥。
与此同时，曾、王二部亦积极利用当地
“响马”曾鸿文等人的关系，筹集钱粮武器，收
编土匪、自卫武装等，壮大自身力量，并通过
统战与地方宗族关系，再次取得国民党军给予
的正式番号，分别被编为 “第四战区第三游击
纵队新编大队” (曾生部)、“第四战区东江游
击挺进指挥部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王
作尧部)⑦。1939 年 5 月，中共东江军事委员会
(简称 “东江军委”)成立之时，曾、王两部已
扩张至数百人枪，初步建立起枪械修理所、医
务室、鞋厂和被服厂，⑧ 并在部队内部秘密成立
了党组织⑨，成为东江敌后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
游击武装。
三、“东移”受挫与中共东江
抗日军事武装策略的部分调整
正当曾、王二部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东
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局面初步有所打开之日，
1939 年底 1940 年初，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
化，国共合作关系出现波折，双方军队在各地
摩擦不断瑏瑠。曾、王二部此时亦因在东江等地扩
张过快，受限于物资供给不足等问题的影响，
不得不开始执行较为激进的 “打土豪”等政策，
影响到部分本地势力的利益，进而与国民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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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康华回忆录》，第 83 页。
1938 年 10 月前后，叶挺因与项英意见上出现分歧，
离开新四军，返回广东，拟接受余汉谋委任，赴东
江惠州老家发动抗日游击战。后因蒋介石担心余汉
谋与叶挺等人在地方做大势力，坚决反对，而不得
不作罢，叶挺重新回到新四军任军长。但叶挺滞留
广东期间，通过廖承志的从中牵线，却也为曾生等
人重返东江敌后提供了不小帮助。参见袁鉴文:《怀
念老队长王作尧同志》，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怀念王作尧将军》，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4—25 页。
参见《曾生回忆录》，第 108—109 页。
参见叶庞:《东宝边区工委》，东莞政协编:《山鹰之
歌———东莞路东三区革命斗争纪实》，广东经济出版
社，2015 年，第 62—63 页。
黄业:《深情怀念邬强同志》，中共英德市委党史研
究室编:《怀念邬强同志》，1994 年，第 28 页。
叶锋:《活跃在大亚湾沿岸的惠青救亡工作团》，中
共惠阳县委员会、惠阳县人民政府编: 《大亚湾风
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86 页。
参见王作尧:《东纵一叶》，第 78—79、83—88 页。
《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第 3 卷，第 103 页。
曾文:《回顾“东纵”基层部队的政治工作》，中共
惠阳县委党史办公室、东纵惠阳县老战士联谊会编:
《东纵战斗在惠阳》，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20 页。
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
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
第 379—391 页。
方军政当局发生冲突①。1939 年 11 月，陈诚到
广东韶关攻讦中共在敌后战场 “游而不击”，表
示要 “严防共党活动”。此后，国民党东江地方
当局开始限制中共外围组织 “东团”等在东江
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并以勾结土匪、扰乱治
安为由，逮捕了 “东团”博罗队成员杨德元等
人②。同时，国民党第四战区挺进纵队东江指挥
所主任香翰屏亦以 “协助工作”为名，要求派
人到曾、王二部中担任副队长等职务，并调集
部队包围曾、王二部，要求其前往惠州城内进
行整编、集训，妄图予以缴械并消灭之③。
面对局势的恶化以及国民党方面逐渐转变
的态度，由于中共广东党组织内部就是否继续
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长期与国民党方
合作等问题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加之 “发展
敌后游击战争”工作虽已成为这一时期中共广
东省委的 “四大任务”之一，但部分干部党员
对此一直信心不足，“武装斗争经验缺乏”等问
题长期存在④。
1940 年初，在未得到中共中央明确指示，
且内部争议颇多的情况下，为免活动于东江敌
后的中共游击武装因力量薄弱，被国民党方一
网打尽，中共东江军委根据潜伏在国民党方游
击指挥部中的地下党员送来的情报，匆忙作出
决定，曾、王二部暂时脱离东宝惠边地区，向
粤东海陆丰等地转移⑤。
由于部队在转移前动员、准备工作不足，
转移过程中又遭国民党方围追堵截，队伍抵达
海陆丰地区后，更因语言不通，不熟悉当地情
况，缺乏地方社会与民众的支持，⑥ 以致伤员无
法得到有效救治，弹药、物资极度匮乏，部队
减员较为严重，从出发前的 800 余人骤减至 100
多人，且 “军事上完全陷于被动”，干部战士情
绪低落，处境十分艰难。⑦
1940 年 5 月，在从梁广与东南特委处获悉
曾、王二部 “东移”后出现上述困难后，中共
中央书记处致电廖承志与东南特委等，指出曾、
王二部脱离东江前线，转入 “后方停留”，在政
治上是 “绝对错误的，军事上也必失败”，要求
其必须重返东宝惠边地区，大胆坚持敌后抗日
游击战，不怕与国民党方 “摩擦”，以求得
“生存发展”⑧。同年 8 月，在接到中共中央命
令后，曾、王二部克服重重困难，陆续从海陆
丰地区返回惠阳、宝安前线，并在宝安上下坪
召开干部会议，总结 “东移”的经验教训，确
定未来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基本方针与
任务⑨。
会上，按照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等关于 “纠
正对广东环境特殊的乐观估计”瑏瑠，以及 “独立
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
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
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瑏瑡 会议决定
返回东江敌后的曾、王二部，放弃此前国民党
方发给的番号，部队更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
队 (曾部为第三大队，王部为第五大队)，独立
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并建立抗日根
据地与民主政权。同时对国民党方实行 “既联
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名义上暂不
公布中共领导的旗号，以便获取更多的支持与
同情，避免与国民党方的公开决裂。瑏瑢
上下坪会议后，针对曾、王二部中因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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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Sui-Jeung，East Ｒiver Column:Hong Kong Guerril-
la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fter，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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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分歧出现的 “干部不团结”以及部分党员
“消极逃避，军事政治均采取被动”等问题，为
加强对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以及东江敌后和前
线工作的领导，根据此前中共广东省委执委会
的决议，中共东江军委又任命曾担任过红军团
长与八路军延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有较丰富
军事斗争经验的尹林平、梁鸿钧等，分别出任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同
时尹林平兼任东江特委、前东特委书记。同年
10 月，在尹林平等人的指挥下，第三大队开赴
东莞，创建以大岭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留
在宝安的第五大队，则在王作尧等人的领导下，
建立起以阳台山为中心的路东抗日根据地。①
到 1941 年年中，尽管受内外形势的影响，
广东党组织内部仍有部分干部党员，对中共能
否在华南等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
争抱有疑惑，其在本地抗日军事武装斗争策略
问题上相对重视 “统战”国民党正规军的倾向
并未全然转变②。然而在廖承志、梁广等领导的
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粤南省委以及华侨、东宝
等地地方势力的支持下，初步积累了一定游击
经验的曾、王二部，挡住了国民党地方部队与
日伪军的 “围剿”，并逐步走出了 “东移”失
败的 “阴影”，使队伍再次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
与发展③。
四、香港沦陷、广东国共关系公开破裂
与中共东江游击武装的大发展
1941 年底，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受益于尹
林平等军事干部的指挥，愈发能够灵活运用游
击战术，避实就虚，给 “围剿” “扫荡”东江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伪、顽各方予以有效打
击，战斗力逐步提升，初步建成以东宝惠边地
区为中心的东江抗日游击基地④。12 月 7 日，
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驻
宝安等地的日军，渡过深圳河，进入新界，向
香港发起进攻。25 日，英军宣布放下武器，港
督杨慕奇 (Sir Mark Aitchison Young)向日军投
降，香港遂告沦陷。
香港被日军占领后，由于日军为将香港
“变成海空军辅助港，太平洋战争的后方根据
地”，加紧了对各项战略资源的控制，这导致活
动于东宝惠边地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武装一
直通过香港获取地下党、海外华侨等经费、物
资支持的渠道就此被截断，使得部队经济紧张
等问题开始显现⑤。
香港沦陷后，大批中共地下党干部党员与
左翼文化人滞留香港，处境艰难。12 月 8 日，
就在日军进攻香港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
周恩来与廖承志，要求南方局与东江、香港等
地党组织应设法帮助旅港左翼文化人士等尽快
撤离港九，转移至东江敌后抗日游击区⑥。12
月 9 日，周恩来又急电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廖承
志与东江等地游击队领导人尹林平等，要求其
必须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不惜一切代价，
积极营救各界知名人士与国际友人脱港⑦。为优
先完成此项紧急工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集
中力量对 “干部与文化人”开展营救。随着
“文化男女老少共二百余人”从港九涌入游击
区，原本已颇为紧张的部队经济，遂无法正常
维持，队伍扩充与根据地发展等工作亦 “颇受
影响”，这使得东江敌后抗日武装游击斗争形势
再次陷入困境之中。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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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38 页。
参见《东江纵队史》，第 90—91 页。
参见《林平给中央转恩来电———关于香港沦陷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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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问题给周恩来等的指示》 (1941 年 12 月 8 日) ，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
一战线》，重庆出版社，1990 年，第 71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
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210 页。
参见《张文彬报告东江情况》(1942 年 1 月 10 日) ，
广东省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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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早日摆脱上述困
难局面，1942 年 1 月，转入东江游击区的中共
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在宝安县白石龙村召开干部
会议。会议在总结了此前东江地区敌后游击斗
争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为 “加强和统一东
江地区敌后游击战的军队和地方党的领导”，决
定成立东江军政委员会，任命尹林平为主任，
同时建立直接与延安、南方局以及南委联系的
电台。①
鉴于东江等地的游击部队较之前有了一定
程度的扩展，会议另决定，对东江抗日游击武
装进行整编，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更名为广东
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下辖一个主力大队和四个
地方大队，任命梁鸿钧为总队长，尹林平兼任
政治委员。同时，为解决部队经济紧张等问题，
张文彬一方面去电中共中央，请求通过秘密渠
道拨给经费予以支持②;另一方面他希望借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有所调整，加强对国民
党地方当局的统战工作，促其能够恢复东江等
地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队之 “名义”与
“番号”，并重新 “划分防地，发给经费”，以
使之继续 “配合国军”作战。③
就在张文彬等人积极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
局沟通协商，试图再次通过统一战线关系，努
力使广东敌后游击战争走出困谷时，1942 年 4
月， “南委”与 “粤北省委”事件相继案发，
中共广东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廖承志、张文
彬等人陆续被捕，国共两党在广东关系公开破
裂，几无再继续合作的可能。华南国统区各中
共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转入隐蔽状态。④
与此同时，随着 1942 年夏秋以来，广东各
地久旱不雨，灾情不断，出现严重粮荒，日伪
与国民党方等加紧了对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
封锁与 “围剿”⑤。失去香港与各地方党组织支
持，对处于 “保存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
中的地下党施以援手，使原本便经济紧张、陷
入发展困境中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更是
“雪上加霜”，进入前所未有的困难期⑥。
面对愈发严峻的形势，在已无法依靠统战
关系与外部渠道维持敌后武装游击战争的情况
下，1943 年初，周恩来致电东江游击队负责人
尹林平等，指出国民党方对东江中共武装 “势
在必打，志在消灭”，要求广东各地干部党员必
须破除此前对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不切实际的
幻想，克服困难，艰苦奋斗，同日伪与国民党
方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其对根据地与游击
队的封锁与 “围剿”。⑦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中共南方局的决定，
1943 年 2 月，“南委”事件后兼任新成立的广
东省临时委员会 (简称 “省临委”)书记，统
管广东各地党组织的尹林平在香港九龙乌蛟腾
村召开省临委与东江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会
上，敌后军事斗争经验较为丰富的尹林平提出，
广东党与东江等地的敌后游击队应改变此前碍
于同国民党方的 “统战关系”而不得不 “固守
已有根据地”的保守做法，需采取灵活多变的
运动游击战战术，主动出击，深入敌后，发展
新区，进行彻底、坚决的敌后独立抗日武装
斗争。⑧
针对游击队与根据地经济紧张、物资短缺
以致队伍发展相对停滞等问题，会议决定，一
方面东江军政委员会精简上层机关，减少不必
要的开支，领导干部分散各地，充实并加强基
层战斗部队;另一方面，又调得力干部专门负
责根据地 “经济发展”以及税站建立等 “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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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以增加部队收入①。同时，利用宗族、
同乡等社会关系，收编土匪、伪军等，建立
“白皮红心”政权与外围武装组织，并派出小股
武装深入港九敌后等交通要道，建立海上游击
队，为部队主力收集情报、筹集物资、安置伤
员等②。
乌蛟腾会议后，由于受内外形势再次变化
的影响，华南抗战以来中共广东党组织内部长
期存在的 “重统战工作，轻武装斗争”的倾向
得以基本祛除，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
的军事方略最终确立并得到较好执行。东江等
地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也因此打破了国民
党方的封锁进攻以及日伪方的 “万人大扫荡”，
渡过了 “笼罩着悲观、失望”情绪的最艰难岁
月③。到 1943 年底，经过一年左右发展，广东
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扩至 3000 余人枪，部队战斗
力、政治觉悟等有了明显提升。东江敌后根据
地建设与财经工作水平亦有了显著提高，基本
实现了游击队与地方党组织经济上的自给
自足④。
鉴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已在东江敌后
“站住脚跟”，并通过营救港九等地文化名人与
盟军战俘等行动为各方所熟知，且其接受中共
领导的事实已为公开秘密，再无隐瞒必要。根
据尹林平等人的请求与建议，遵照中共中央随
后的指示与要求，1943 年 12 月 2 日，广东人民
抗日游击总队正式更名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
江纵队。同日，东江纵队在成立宣言中明确表
示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拥护与接
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⑤。此后，东江敌后抗日
游击队开始以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的名义公开活
动，中共东江纵队遂成为华南抗日战场上一面
重要的旗帜。
五、结 语
无论是华南抗战期间曾出任过中共东江纵
队司令的曾生，还是曾兼任东江纵队政委与东
江军政委员会主任的尹林平，在其后来关于中
共东江敌后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
训的回忆与检讨中皆认为，迟至 1943 年初乌蛟
腾会议前后，中共广东党组织在抗日军事武装
斗争问题上 “独立自主依靠人民开展和坚持敌
后游击战争”的策略才最终得以全然确立，⑥
部队各方面形势此后也迈入了新局面，有了较
大程度的进展⑦。这表明，1943 年前后是中共
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武装朝着良性方向转变的重
要时间节点。在此之前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
共广东党组织内部在对独立自主开展本地敌后
抗日游击战等问题上可能并未达成一致，缺乏
明确的 “斗争方针和路线”⑧。广东的中共抗日
游击武装的发展过程并不顺利。
事实上，通过本文的前述分析可知，诚如
曾生、尹林平等人的回忆所言，由于华南抗战
爆发前后，重建后不久的中共广东党组织自身
力量较为薄弱，未掌握诸如八路军、新四军一
类的正式军事武装，加之其反需要利用与国民
党地方军政当局的统战关系，加紧组织的巩固
与发展，这导致中共广东党组织内部部分干部
党员在本地抗日军事武装策略问题上始终存在
着 “重统战工作，轻武装斗争”等倾向，这使
得东江等地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武装的建
立与初期的发展，充满了反复与挫折。直至香
港沦陷，国共两党关系在广东公开破裂，内外
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后，广东党组织内部 “害怕
统一战线破裂，不敢对国民党作坚决的自卫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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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等问题才得以基本解决，中共东江抗日游
击武装此后也迅速改变了之前的被动地位，实
现了部队的大发展。①
当然，也正如上文所述，由于自华南抗战
以来，到 1943 年前后，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抗日
军事武装策略始终在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开
展统战与独立自主地进行敌后游击战之间徘徊，
这一方面虽然也一度造成中共东江抗日游击武
装的建立与发展过程充满了跌宕起伏;然而，
需要指出的是，另一方面本地党员干部与部队
战士也在这一曲折复杂的过程中积累了军事游
击战的实际经验与教训，逐步坚定了开展抗日
武装游击斗争的信心与决心。因此，或可认为，
到 1943 年前后，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彻底走上
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之路，中共东江
抗日游击武装较之从前实现了跨越性的发展，
无疑是各种外在条件变化所使然，也是其自身
内在演变逻辑的必然结果。
(本文作者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后
研究人员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薛 承
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
)
《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 年第 1 期要目
科学新总结:中共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
新论断 (魏少辉)
“后方的后方”:淮海战役期间山东解放区的
民站 (张红云)
西方经济学者眼中的川陕苏区建设
———以胡佛研究中心韩蔚尔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张 虹)
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研究 (衡朝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上海民间慈善组织的
处理研究 (阮清华)
从取消到限制:1954 年上海私营企业年奖决策
考察 (包树芳)
革命运动与青年动员
———1927 年前后《中国青年》新闻报道研究
(蒋含平 薛相峰)
土改后农村生产中的基层干部心态研究
———以聊城县档案为中心 (吴淑丽)
苏区军医群体述论 (张荣杰)
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的舆论战
(夏 清)
从《日本外交文书》看福建事变失败的内部原因
(李 亮 单冠初)
对陕甘边政府驻地旧址的“一城三名”的考订
(杨 洋 齐卫平)
·511·2018 年第 2 期
① 《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第 1 卷，第 136 页。
